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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中央研究院 2001年釋出之 TEPS資料庫第一梯次國中一年級的調查問卷，樣

本數為 3,214人，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四者之間的關係，

並結合相關實證研究，建構出以家庭教育資源為前置變項，學習態度、班級互動為中介變項，

學習成效為結果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以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效的因果機制。研究結

果顯示，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確實有直接效果，其中對學習成效的直接

效果為負，班級互動對於學習成效也為負向直接影響，學習態度對於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

有直接效果。此外，班級互動扮演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中介效果。據此，

本研究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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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校教育是為學生而存在的，且大多數學校仍是以學生學業的學習為主要辦學目標，因

此學生的學習成效就理所當然成為學校教育改革一向關注與努力的焦點（簡紅珠，2006）。

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學生在校學習表現的具體指標之一，如何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是每一位

擔任教育最前線的教師、主導臺灣教育發展走向的教育部政府官員、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專

家學者，以及關心子女教育的家長們，最關心、最努力的共同目標。而世界各國紛紛投入心

力，並且不遺餘力地研究影響學習成效的因素為何，並據所得之研究結果形成政策決策，貢

獻於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因如此，探討影響學業成效的因素研究，一向被教育學術界所

重視（余民寧，2006；曹博盛，2005；Bybee & Kennedy, 2005）。 

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因素相當廣泛，林鋐宇（2006）認為學生的學習成效會受到外在環

境與內在環境的影響，所謂外在環境指家庭結構、家長社經地位等；而內在環境則指學生學

習態度、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等。另外，李敦仁與余民寧（2005）認為不外牽涉到四個層面：

個人、家庭、學校與環境。個人層面指的是學童的智力表現、學習態度、自我抱負等

（Hammouri, 2004; Wilkins, 2004）；家庭層面指父母親提供給子女的有形、無形資源，例如：

給予補習、家庭環境、良好的親子互動等（陳江水，2003；Lee & Bowen, 2006）；學校層面

指的是學校所能提供教育的質與量，如教室內的教學品質、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等（Ding & 

Sherman, 2006）；環境層面指學校或學生受外部環境的影響，例如：城鄉差距就是一個很好

的例子。而 Dijkstra 與 Peschar（2003）認為影響教育成就的理論觀點可約略分為三類：心理

學觀點、學生能力觀點，以及生態觀點，其中生態觀點再區分為學校內部觀點，像學校效能

研究；其二為學校外部的觀點，像社會化研究。國內外相關研究雖多，但大多數的研究有其

設計上的缺失，研究者常將所要探討的向度因素孤立出來，而直接求其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

係，忽略考慮此因素與其他因素之間的結構關係及中介效應，例如在學生此一向度上，只考

慮學生的學習態度，卻缺乏考量其可能與教師因素的層次關係及中介角色作用後所產生的影

響（王正婷，2007；李敦仁、余民寧，2005；Odden, Borman, & Fermanich, 2004）。所以本研

究綜合考量個人、家庭及教師層面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國內研究家庭背景與學習成效之間關係的研究，主要將家庭社經地位作為前置變項，也

就是依家長職業、收入、教育程度等來看學童的教育成就。但也有學者認為，家長的社經地

位不會直接影響到學童的教育成就，而是透過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中介變項，來間接影響學童教育成就。總的來說，在針對教育地位進行分析時，大

多數採用財務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三個概念（林亮雯，2003；陳怡靖、鄭耀男，2000；

楊肅棟，2001），由於這些資本多半在家裡形成，由父母親提供，也因為這些資本對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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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影響力很強，因此有學者提出「家庭教育資源」（household educational resources）這

樣的概念，以統合這些因素的整體作用（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Teachman J. D., 

1987）。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以家庭社經地位為前置因素，透過家庭教育資源的中介效果來

討論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但本研究認為，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間應還有許

多未被討論的變項可探討，例如學習態度（林俊瑩、黃毅志，2008）、智力（Sewell & Hauser, 

1980）、班級互動以及教師的期望等（Hauser, Tsai, & Sewell, 1983）。所以本研究將直接以家

庭教育資源為自變項，綜合其他中介變項討論其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 

除了家庭背景因素的影響之外，在學生層面中，學生自己學習態度的主動學習以及自我

教育期望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也獲得部分研究的支持（林寶貴、錡寶香，1992；Schunk, 1991）。

而學校層面中，班級中的支持氣氛近年在互動理論漸受重視的情形下，獲得多數研究者的討

論。普遍認為，正向的師生互動與同儕互動，能增進學習表現；負向的學習態度則阻礙學習，

導致學習低落（盧雪梅，2000）。由上可知，綜合討論各層面因素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應是可期待的。 

過去研究在資料取得上，除了以「臺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一系列關於家庭背景與

教育分流研究外，大多侷限在區域性小樣本的取得，而這些研究也較少綜合討論各層面因素

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基於先前研究的限制，提出一綜合討論個人、家庭、班級

環境與學習成效關係的模式，並以國內中央研究院所建置的 TEPS資料庫，即「臺灣教育長期

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第一梯次國中生共 3214人作為樣本，

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EM）統計分析方法，對本研究所提的模式加以驗證，探討家庭教育資

源、學習態度、班級互動與學習成效的因果機制，試圖建立臺灣國中生學習成效一跨因素的

結構歷程模式。 

貳、文獻探討與相關假設 

從相關理論與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影響教育成就的因素不外牽涉個人、家庭、學校和環

境，本研究僅針對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個人、家庭及學校（班級）因素加以探討。 

一、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家庭教育資源此概念含意甚廣，本研究所指的家庭教育資源乃融合 Coleman（1988）、

Downey（1995）、Hofferth、Boisjoly及 Duncan（1998）、Roscigno與 Ainsworth-Darnell（1999），

以及李敦仁與余民寧（2005）等人的概念，將家庭教育資源分為人力、財務、文化與社會資

本等概念，這些概念經常不單獨出現，也就是說，一般研究多半同時驗證數種不同資本對於

個人學習成效的影響，再加以比較（Roscigno & Ainsworth-Darnell, 1999; Wong, 1998）。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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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係指個人於成長的歷程中，受到知識、觀念、價值體系、思考模式及行為、行事風格影

響，所組成的一種形式。Bourdieu與 Passeron（1990）更進一步說明了父母親影響子女接受教

育的成功與否，文化實為主要因素。即認為出身於上階層家庭的子女花費較少時間於家庭作

業上，而可能花費較多時間去聆聽音樂會、觀賞戲劇、參觀美術館及閱讀文學等；他主張高

社經背景的孩童通常在家會接觸到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以及在家中能獲得較多的文化資

本，使其具備良好的知識與技能，故能協助他們在學校中獲致優異的成績表現（Aschaffenburg 

& Mass, 1997; Kalmijn & Kraaykamp, 1996; Wong, 1998）。而所謂社會資本係指在社會結構中，

由成員的價值觀、信任、情感與規範所建立的關係網絡。許多以 Coleman（1988）的社會資本

論為基礎所做的實證研究均發現，透過親子互動、父母對子女的教育關注與投入以及投入的

教育資源等，對子女的學習成效產生間接正向的影響（黃毅志，1996；Hao & Bonstead-Bruns, 

1998; Wong, 1998）。Buchel與 Duncan（1998）則延續了 Coleman社會資本理論與其研究應

運而生，從 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GSOEP）的縱貫資料中，來調查雙親的社會活動，

像是參加文化節目、從事志願工作，以及與朋友間的互動等，是否會促進孩童的學業成就？

研究結果普遍認為，擁有許多社會活動的雙親其子女的學業成就會愈高，主要是因為父母親

參與活動資源的多寡可提升子女的成就抱負及對未來的需求。 

所謂財務資本可將其視為個人所擁有或掌控物質生活中的資源。Teachman、Paasch 與

Carver（1997）在研究中指出，雙親有更多的教育和收入可能愈有能力和動機創造出教育資源，

為孩童的學業技能和前途發展出利益。林森富（2001）係以所做的研究再度強調了財務資源

的重要性，家庭擁有豐富的財務即可為子女添購學習輔助材料，並布置良好的學習環境，使

子女有機會獲致較佳的學業成績。而其他國內研究則指出，在臺灣有關家庭財務支出的多寡

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陳怡靖、鄭燿男，2000；蔡瑞明，2004；蔡瑞明、莊

致嘉，2004）。由此可知，家庭教育資源可能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產生直接影響。 

二、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 

個人投入學習的直接行為與心理特質，是影響其學習成效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例如：努

力、學習方法、學習策略、學習態度、應試技巧、自我效能等個人因素，都是影響學習成效

的因素之一（Hammouri, 2004; Wilkins, 2004）。眾多的個人因素中。金清文（2002）指出，

當態度的對象涉及學習事物時，如學習方法、學習動機、學習習慣、準備考試等有關學生學

習方面所抱持的態度便稱為學習態度。而劉燕饒（2001）認為，學習內涵包括學習態度認知、

學習態度情感、學習態度意向（行為）、多元入學考試及學校課程態度。李玉鳳（2001）則

認為包含了自我效能、實用價值、焦慮以及學習興趣。在學習態度內涵測量方面，本研究取

主動學習以及自我教育期望為考量變項；至於主動學習程度如何影響學習成效，吳武典（2000）

指出，學生對學習情境的喜愛程度，會影響他們的主動學習程度，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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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婷（2007）利用 TEPS資料庫所做的分析也發現，學生有較積極的主動學習態度，其學業

成就較好。這現象也在其他類似的研究中獲得支持，例如：陳正昌（1994）、施良方（1996）、

林淑真（2002）。 

其次，在教育期望部分，若以學生的自我效能切入分析，許多研究（Malpass, O’Neil, Harold, 

& Hocevar, 1999; Zajacova, Lynch, & Espenshade, 2005）均顯示自我效能與學生學業成就存在顯

著正向關係，且不管國內外研究也皆可發現，大多數研究皆引用 Bandura（1986）的理論，認

為這種源自於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是個體實際行為表現的主要仲介因素，對行為的建立、改

變或預測都有相當大的作用，其隨後的研究也逐漸證實此一觀點（周文欽，1995；洪世昌，

1995；Kobal & Musek, 1998）。由此定義可知，學生的自我效能較高，則自己的教育期望也會

較高，並且能夠保持較高的自治與堅持度；相反地，教育期望較低的學生，面對外在學習環

境上的挫折與困難，常會覺得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容易放棄努力，導致失敗的結果。由此可

知，學生的學習態度（包含主動學習與教育期望）可能對學習成效產生直接影響。 

三、班級互動與學習成效 

另外，一些班級互動與學生個人學習成效存在著直接的影響關係，可能也扮演中介變項

角色，提供間接影響效果，這正代表著輔助個人投入有效學習行為的各種學校內支持系統，

例如：教師素質、教師經驗、教學方法、教學風格、師生互動、同儕互動等等，皆是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高低的因素（余民寧，2006）。國外也有一些文獻支持此一看法（Ding & Sherman, 

2006; Lamb & Fullarton, 2002）。而在眾多支持系統的因素中，目前較少被討論的就是班級互

動此一因素。正如 Delamont（1990）所言，學生在班級中有兩種地位，一是同儕心中的地位，

另一是在老師心中的地位，而學生會在班級及同儕團體中呈現個別不同的權力與地位。而學

生所呈現的行為，也將會影響師生兩者之間的地位變化，進而影響老師與學生的表現行為，

可能因諸多因素而有不同的互動行為發生。而這些不同的師生、同儕互動情形皆可能影響學

生的學習成效（蔡禹亮，2004）。首先在師生互動方面，在教育活動過程中，教師常扮演主

導教育活動發展的角色，雖然有時學生的角色被認為是學習活動的主體，但是一位具教育專

業理念的教師，能安排合理適切的教學活動，並且輔導學生從做中學，以幫助學生獲得最直

接有效的學習。雖然過去研究多強調教師教學方法、教學技巧等對於學生學習成果的影響，

但本研究認為，課堂中良好的師生互動也是一重要的影響因素。教學的成功，一定要靠良好

的師生關係（張佩瑛、蔣治邦，2000；謝宜宸、柯明發，2003），當學生在課堂中感受到教

師的重視與關懷，並且與教師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自然可能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於學習該

科目上。此外，Schultz（1999）的研究更指出，同儕教學是協助低成就學生投入學習的有效

方法之一。亦有許多研究（馮莉雅，2003；Hektner, 1995; Walsh, Hichey, & Duffy, 1999）發現

到同儕互動對學生的信念、態度有重大影響。在國內既有的同儕互動研究中，多以幼兒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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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為對象（王萌光，2004；吳雅玲，2005；陸怡琮 2005；蔡淑苓，2003；羅國英，1998），

以高中生為對象者則有楊巧玲（2007）。由此可知，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及同儕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班級互動中，本研究就採用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加以解釋之，並以 TEPS

資料庫第一波的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由此可知，班級互動（包含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可能

對學習成效產生直接影響。 

四、家庭教育資源、班級支持、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結構層次性關係 

教學常被視為意圖引發學生學習的活動，且必須導致學生學習成效具有實用價值。但學

習成效內涵廣泛，以及影響因素亦相當廣泛。綜合以上文獻可知，許多實徵研究已經支持家

庭教育資源、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的主要效果（main effect），但研究亦顯

示，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存在著個別差異。陳怡靖與鄭耀男（2000）的研究把

「家庭教育資源」列為重要的檢證重點，並發現臺灣民眾背景因素對國中以上教育年數的取

得會透過家庭教育資源的中介產生影響。而近年來國內多位學者，如巫有鎰（1999）、林清

標（1998）、陳建志（1998）和陳順利（2001）等人，也特別針對原住民學童與學業成就影

響的因果機制中，加入了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財務資本等中介變項後，加以說明其中之關

聯性，研究結果均反映出，家中擁有豐沛的教育資源的確會有利於學童學業成績的提高。由

上可知，目前研究多將家庭教育資源當成中介變項來處理，而本研究將之以外衍自變項處理

之，其重點在於，本研究希冀討論透過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態度的中介效果，對於學生學習成

效產生的影響。究竟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效的影響中，學生的學習態度到底扮演著什麼角

色？陳正昌（1994）、Bosworth（1994）與 Knattab（2002）的研究發現，學生學習態度在家

庭教育資源及學生學習成效之間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家庭教育資源愈豐富，學生的學習

價值愈正面，學習興趣高，讀書時間長，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成效。巫有鎰（2005）的研究

也發現，家庭資源與學習成效之間，學生自我的教育抱負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此外，班

級互動在學生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間扮演著怎樣的中介角色？誠如張佩瑛與蔣治邦（2000）、

謝宜宸與柯明發（2003）陳述，當學生在課堂中感受到教師的重視與關懷，自然可能願意投

入較多的時間於學習該科目上。從生活中的許多實例也可以發現，學習態度積極的學生常與

教師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也能與教師建立正向的學習關係，並積極地展現在他的學習成效

上。同理可證，同儕互動也可在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扮演著中介效果的角色，不過必須

注意的是，此同儕互動必須是正向的。因為在青少年發展歷程中，此階段的同儕影響力是相

當大的，若是不慎與負向力量過從甚密，則可能反而造成負向的學習成效。 

從上述的研究也就可以清楚地發現，學生自我教育期望、主動學習，在家庭教育資源對

學生學習成效的過程中，可能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樞紐地位，所以本研究假定即使學生個人

的家庭教育資源程度不佳，但若學生個體的學習態度正向，輔加上知覺到的班級互動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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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緩衝家庭教育教育資源對學生學習成效所造成的影響。基於前述理論觀點與實徵研究

結果，本研究將建構一個包含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的模式。由

於家庭教育資源屬於家庭穩定的屬性，因此，本研究假定家庭教育資源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

習態度與學習成效。再者，本研究欲探究學習態度與班級支持的主要效果與緩衝效果，因此，

除假定學習態度與班級互動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之外，同時亦將學習態度與班級互動

視為學生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的緩衝因子，故本研究假定國中生的家庭教育資源會透過

學生的學習態度，以及所知覺的班級互動對他們的學習成效造成間接影響。綜言之，本研究

所要探討的問題包含七項：（一）本研究根據理論與實徵研究結果所建構的學習成效模式與

TEPS的國中生資料是否可以適配？（二）家庭教育資源是否與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三）

學習態度是否與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四）班級互動是否與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五）

家庭教育資源是否會透過學習態度而對學習成效有間接的效果？（六）學習態度是否會透過

所知覺的班級互動而對學習成效有間接效果？（七）家庭教育資源是否會透過學習態度再透

過班級互動而對學習成效有間接的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取自中央研究院 2001 年釋出之 TEPS 資料庫第一梯次國中一年級的調查問

卷。該研究抽樣係依據城鄉及公立／私立，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先抽出學校，再依學

校規模抽出 4-6班，再從每班中隨機抽出 15名學生。在 2001年國中第一波的田野調查後，共

抽出學校總數 338所，實際完成訪問學校總數為 333所，班級數 1,244班，學生數 20,004人。

本研究分析的樣本為限制使用版，並使用該資料庫的學生、家長，以及導師對班級評量的問

卷，另外還有學生綜合分析能力測驗等四部分（張苙雲，2003）。而在資料檢核時，首先將

學生問卷、家長問卷，以及教師問卷的資料檔合併成為一個檔案；至於對於樣本缺失值的處

理，研究者採用整列剔除法加以處理，此時的分析樣本數為 6,428人，而為了避免樣本數過大

所造成顯著性的問題，進一步隨機抽取 50%，即 3,214人為正式分析樣本。 

二、理論架構 

本研究理論架構主要以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四者之

間的關係，並結合相關實證研究，建構出以家庭教育資源為前置變項，學習態度、班級互動

為中介變項，學習成效為結果變項的結構方程模式，以探討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效的因果

機制。研究之分析架構如圖 1 所示。本研究共包含一個潛在自變項：家庭教育資源；三個潛

在依變項：學習態度、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家庭教育資源（ξ1）主要是以文化資本（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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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圖 

社會資本（X2）以及財務資本（X3）等三個指標加以衡量。學習態度（η1）主要以主動學習（Y1）、

教育期望（Y2）兩個指標加以表示；班級互動（η2）則以同儕互動（Y3）以及師生互動（Y4）

兩個指標加以衡量；學習成效（η3）主要以一般分析能力（Y5）、數學或數字型分析能力（Y6）

以及綜合分析能力（Y7）等三個指標來衡量。根據文獻理論，本研究假定家庭教育資源對於

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皆有直接效果；班級互動對於學習成效也有直接的影響效果；文獻也

指出，學習態度會直接影響學習成效，而在與班級互動的關係上，相關文獻分別指出學習態

度影響班級互動以及班級互動影響學習態度此兩種關係。持班級互動影響學習態度的論點者

認為，在班上的互動情形，學生所感受到的班級學習氣氛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態度，例如：同儕之間自組成讀書團體，甚至在學業上相互扶持，在相互激勵的情形下，則

可能會提升自己的教育期望。然而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影響班級互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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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研究認為，學生自己的家庭教育資源可能形成學生自己不同的學習態度，而此學習態

度所反映出來的行為，可能進一步影響他自己與老師、同學之間的互動。例如：學生家庭教

育資源不善，反映出來的學習態度可能是學生自己認為學習不重要，也不期望自己能念到多

高程度的教育，則他可能在班級中呈現出渙散、不積極的學習行為，自然慢慢變成教師眼中

的問題學生，形成負向的師生互動，亟可能間接影響他的學習成效。由以上論述可知，本研

究在討論班級互動此一變項時，除了強調它可能對於學習成效的直接影響效果之外，更強調

的是它在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與學習成效之間的中介效果。 

三、研究變項的測量 

（一）家庭教育資源 

本研究家庭教育資源，包含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財務資本。其中文化資本以家長問

卷中「您（或您的配偶）是否和他一起逛書店、書展或各種展覽？」、「您（或您的配偶）是

否和他一起去聽古典音樂、觀賞舞蹈或戲曲表演？」、「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曾讓他參加才

藝班？」等三個題項加以測量，前兩個題項的計分按照「從來沒有」、「偶而如此」、「有時如

此」、「經常如此」分別給予 1-4分，而曾參加的才藝班種類，則以參加種類加以計分，有參加

者給予 1 分，未參加者 0 分，總共有五個類別：分別為音樂、樂器；珠心算、棋藝；繪畫、

美勞；舞蹈體操以及其他類別，因此最高得 5 分。但為了使衡量尺度可以進行加總，因此，

將各題項進行標準化後再將上述三個題項加總為文化資本總得分。社會資本則以學生問卷中

「爸／媽會不會和你談升學或就業的事情？」、「爸／媽會不會聽你講內心的話？」、「爸／媽

會不會看你的作業或考卷、瞭解你的學習情況？」、「爸／媽會不會參加你學校的活動，或擔

任家長會委員或義工？」、「平常爸媽會不會帶著你拜訪親戚或朋友？」、「平常你們家裡常不

常有親戚來訪？」等十個測量題項以及家長問卷中「您（或您的配偶）認識孩子班上其他同

學的家長嗎？」、「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曾經為了讓他上比較好的學校而遷戶口？」、「您（或

您的配偶）是否曾經為他安排到較好的班級？」、「請問您（或您的配偶）期待他唸到什麼程

度？」4 題，共計 14 的題項加以測量，並按照「從來沒有」、「偶而如此」、「有時如此」、「經

常如此」分別給予 1-4 分。而財務資本以家長問卷中，「您家有沒有訂閱或購買中文雜誌或刊

物？」、「您家有沒有訂閱或購買外文報紙、雜誌或刊物？」、「您家有沒有百科全書？」、「您

家有沒有裝設網際網路？」、「請問他這學期的學業課外補習（包括請家教），平均每個月花多

少錢？」、「請問他這學期的才藝補習，平均每個月花多少錢？」等 6 題加以測量，前 4 題計

分以「有」計分為 1，「無」者計分為 0；因此前 4 題加總的最高分為 4 分，而後 2 題的計分

則以沒有補習為 0、1,000元以下為 1、1,001～2,000元者為 2、2,001～3,000元為 3、3,001～

4,000 元為 4、4,001 元以上者則為 5，所以後 2 題的加總最高分為 10 分。而為了將此二部分

分數進行加總，先將資料施予標準化。上述六個題項加總後即為財務資本的總分。本研究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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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ISREL 進行高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53～  .72、  .57

～ .71、 .43～ .62，共可解釋 81.7%的變異。此外，GFI＝ .91、NNFI＝ .93、CFI＝ .96、RMSEA

＝ .051，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82、.81、.76，因此構念之信、效度均良好。 

（二）學習態度 

本研究對於學習態度的衡量包含主動學習以及教育期望兩個構面。主動學習方面，為避

免同源誤差所產生的共同方法變異的問題，因此，採計家長問卷中「從小他就不會讓別的事

耽誤功課」、「從小他都會自動複習上課敎的東西」、「從小在學習上碰到困難時，他都會設法

弄懂」，以及共同科教師問卷中的「主動發問或回答問題」共 4題作為衡量；教育期望則包含

學生問卷中的「你期望自己唸到何種教育程度」以及「以你自己的能力，你認為你可念到什

麼程度」2題作為衡量；後 2題計分方式以國中畢業為 1，高中／職畢業為 2，專科、技術學

院或科技大學畢業為 3，一般大學畢業為 4，研究所畢業為 5。本研究採用 LISREL 進行高階

驗證性因素分析，二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51～ .79、.60～ .74，共可解釋 61.7%的變

異。此外，GFI＝ .89、NNFI＝ .91、CFI＝ .90、RMSEA＝ .060，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79、.86，因此構念之信、效度均良好。 

（三）班級互動 

班級互動共包含同儕互動與師生互動兩構面。其中，同儕互動以學生問卷中的「同學常

一起討論功課或唸書」、「同學間常常討論升學的事」以及「常常結伴參觀校外展覽或演講」3

題作為衡量。而師生互動以學生問卷中的「老師叫得出每一位同學的名字」、「當同學認真學

習時，老師會加以鼓勵」、「老師會用各種方法或教材，使我們瞭解課程內容」、「老師常出作

業，增加我們練習機會」共 4 題作為衡量，上述 7 題並按照「從來沒有」、「偶而如此」、「有

時如此」、「經常如此」分別給予 1-4分。本研究採用 LISREL進行高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二構

面的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63～ .80、.66～ .83，共可解釋 72.3%的變異。此外，GFI＝ .94、

NNFI＝ .95、CFI＝ .96、RMSEA＝ .057，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 .86、 .91，

因此構念之信、效度均良好。 

（四）學習成效 

以學生問卷綜合分析能力中利用 IRT 3-P模式估算「一般能力測驗」、「數學或數字型分析

能力測驗」以及「綜合分析能力」答題行為所得到的學生能力估計值，做為學習成效三個測

量指標。其中該資料庫中另一數學能力測驗因包含於數字或數字型分析能力測驗，為避免共

線性問題，因此在本研究中不予採計。 

四、資料處理 

首先將學生問卷資料、共同科教師問卷資料以及家長資料合併成為一個資料檔，求其相



 

 

 

 

 

 

 

蕭佳純、董旭英、饒夢霞 145 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

關矩陣，接著再以 LISREL 8.54版統計軟體進行線性結構方程模式的參數估計、適配度考驗與

模式確認，並以 .05為統計顯著水準。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LISREL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內定的參數估計法為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 

ML），然而ML法對大樣本與多變項常態分配的假設有嚴格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在進行適

配度考驗之前，先以 PRELIS 2.50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多變項常態分配假設的考驗。結果

發現本研究所蒐集的觀察資料並未符合多變項常態分配的假設（χ2＝441.22, N＝3214, p

＜ .05）。因此，本研究改採 AMOS軟體做為參數估計與模式適配度考驗的方法。 

一、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在模式的適配度考驗上，本研究參考 Bagozzi和 Yi（1988），Hair Jr.、Anderson、Tatham

及 Black（1998），Jöreskog和 Sörbom（1993），Marsh、Balla及 Hau（1996），Rubio、Berg-Weger

與 Tebb（2001）等學者的觀點，從模式的基本適配度、整體適配度以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三方面來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此外，表 1 為各觀察變項的相關矩陣，相關

係數大多數皆達 .05的顯著水準，表示十個觀察變項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存在。 

表 1  十個觀察指標的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一般分析能力          

2.數字或數字型分析能力 .67**         

3.綜合分析能力 .86** .89**        

4.文化資本 .01 .001 .01       

5.社會資本 .16** .17** .19** .15**      

6.財務資本 .015 .002 .011 .44** .13**     

7.同儕互動 -.12** -.12** -.14** .01 .18** .01    

8.師生互動 -.003 .008 .01 -.03* -.05** -.002 -.06**   

9.教育期望 .25** .28** .31** .023 .22** .023 .03* -.02  

10.主動學習 -.01 .01 .003 .16** .07** .08** .01 -.03* .01 

*p＜ .05. **p＜ .01.  

（一）模式之基本適配度考驗 

Bagozzi和 Yi（1988）認為有幾項比較重要的模式基本適配標準，若資料違反這些標準時，

表示模式可能有細列誤差、辨認問題或輸入有誤。首先，分析資料中不能有負的誤差變異，

而且誤差變異須達顯著水準。表 2 顯示，Y 變項的測量誤差（即ε1、ε2……ε7）、X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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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測量誤差（即 δ1、δ2、δ3）以及潛在依變項的殘餘誤差（即 ζ1……ζ3），均介於 .01與 1.11

之間，沒有出現負的誤差變異，且均達 .05的顯著水準。第二，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低於 .5）

或太高（高於 .95）。根據表 2 顯示理論模式的因素負荷量中除了有三個因素負荷量低於 .5

（λ
x
21＝ .44, λ

y
21＝ .36, λ

y
22＝ .41）之外，其餘因素負荷量皆符合高於 .5而小於 .95的標準。

此外，最後一項標準即估計參數的標準誤不能太大，估計參數的標準誤可用來察探理論模式

是否有違反辨認規則，如果有很大的標準誤，則顯示理論模式可能已違反辨認規則。根據表 2

發現估計參數的標準誤均介於 .004～ .674之間，並沒有出現很大的標準誤。綜合前述，在模

式的基本配適上，理論模式大致符合 Bagozzi 和 Yi（1988）所提出的適配標準。換言之，本

研究所建構的學生學習成效模式徑路並無細列誤差。 

表 2 估計參數顯著性考驗及標準化係數值 

參數 
WLS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係數 
參數 

WLS 

估計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係數 

λx11  1.00 － － .695 ξ2  .79 .10  8.25 .61 

λx21   .90 .08  11.83 .44 ξ3 1.00 .56  1.98 .58 

λx31  1.27 .09  13.98 .63 ε1 2.56 .41  6.18 .71 

λy11  1.00 － － .54 ε2 2.28 .04 54.41 .87 

λy21   .67 .06   1.76 .36 ε3 8.88 .170 52.19 .48 

λy12  1.00 － － .72 ε4 3.15 .06 56.68 .83 

λy22   .57 .03  21.65 .41 ε5  .10 .01  1.00 .10 

λy13  1.00 － － .95 ε6  .27 .005 55.44 .38 

λy23   .04 .01   5.43 .80 ε7  .19 .004 49.24 .24 

λy33   .79 .01 132.33 .87 γ1 -.15 .038 -3.88 -.24 

δ1  2.72 .19  14.55 .51 γ2  .17 .03  5.05 .29 

δ2 36.68 .67  54.42 .81 β1  .23 .07  3.60 .21 

δ3  6.37 .31   2.57 .60 β2 1.09 .06 16.96 .84 

ξ1  1.00 .21   4.86 .98 β3 -.41 .17 -2.46 -.43 

 

（二）模式整體適配度 

整體模式適配度係在評鑑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亦為評量模式的外在品質（傅

瓊儀、陸偉明、程炳林，2002）。根據 Hair Jr.等（1998）的建議，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應包

含絕對適配度（measures of absolute fit）、增值適配度（incremental fit measures）、精簡適配

度（parsimonious fit neasures）三方面的評鑑。本研究所提的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的χ2

值達 .05的顯著水準（χ2
（30）＝969.635, n＝3214, p＜ .05），拒絕理論的共變數矩陣與觀察

的共變數矩陣相等的虛無假設，亦即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式與觀察資料不適配。然而χ2值會隨

樣本數而波動，本研究的樣本數有 3,214 人，遠超過估計參數十倍的標準（24×10＝240）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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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以評鑑模式的適配應從不同角度並參照多種指標來加以判斷。因此，本研究也將參酌

其它適配指數（RMSEA、GFI、AGFI、SRMR）來評鑑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RMSEA

指數是母群矛盾函數值（F0）與模式自由度比值的平方根，數值愈小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

的適配度愈好。本研究所得之 RMSEA值為 .07，雖然大於 .05的嚴格標準，但 p值為 .000，

仍小於 .00，表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還是有不錯的適配度。繼而，再參考本研究的 GFI與調

整後的 AGFI指數，皆接近 .90的標準。GFI與 AGFI指數是表示由理論模式所能解釋的變異

與共變的量，兩個指數的最大值都是 1，而本研究的 GFI與 AGFI指數分別為 .972與 .948，

顯示本研究的理論模式能解釋極高的變異與共變量。在增值適配度方面，五項與基準模式比

較而得的適配度指數 NFI、NNFI、CFI、IFI、RFI依序為 .960、 .942、 .961、 .961、 .940，

皆大於 .90 的標準，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學習成效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整體適配度大致上達到

理想標準。 

最後，精簡適配度即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以 PNFI、PGFI與 CAIC指數為精簡適

配度指標。本研究所得之 PNFI與 PGFI依序為 .70、 .72，皆大於 .50的標準。本研究所得的

AIC 指數為 110.0，比飽和模式的 1020.323 及獨立模式的 6145.817 都還小，符合理論模式的

AIC 必須小於飽和模式與獨立模式的 AIC 之標準，前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的學習成效

模式應是一個精簡模式。綜合言之，本研究所提出的學習成效模式在整體適配度的考驗上，

除了 χ
2值因樣本數較大而達顯著外，其他各項指標都顯示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有相當理想

的適配度。這些結果都一致顯示學習成效模式應可用來解釋實際的觀察資料。 

（三）模式內在適配度 

針對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本研究參考 Bagozzi與 Yi（1988）、Hair Jr.等（1998）及 Rubio

等（2001）等研究者之建議，挑選了四項評鑑標準，以下詳細說明之。從表 2 中可知所有估

計的因素負荷量（loading，即 λ值）都達顯著水準，符合「因素負荷量應達顯著水準」的評鑑

標準（Bagozzi & Yi, 1988; Hair Jr. et al., 1998）；其次，如表 3所示，徑路 10個測量指標的個

別指標信度（由潛在變項預測測量指標 X、Y的 R
2值）除了社會資本、財務資本、主動學習、

同儕互動及師生互動外，皆高於 .45的標準（Rubio et al., 2001），介於 .49與 .90之間，尚

稱理想的結果；第三，表 3 顯示理論模式的四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

為 .62、 .50、 .34、 .90，僅有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成效兩部份達「 .60以上」的評鑑標準；

第四，在變異抽取量上，理論模式的四個潛在變項的變異抽取量分別是 .36、 .36、 .22、 .76，

僅有學習成效符合「.50以上」的評鑑標準，可見本研究可能存在有內在適配度不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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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式內部品質考驗結果 

變項 
完全標準的因素 

負荷量參數估計 
個別指標信度

潛在變項的 

組成信度 

潛在變項的 

平均變項抽取 

家庭教育資源（ξ1）   .62 .36 

 文化資本 .70R .49   

 社會資本 .44 .20   

 財務資本 .63 .40   

學習態度（η１）   .50 .36 

 主動學習 .41 .19   

 教育期望 .72R .52   

班級互動（η2）   .34 .22 

 同儕互動 .54R .30   

 師生互動 .36 .13   

學習成效（η3）   .90 .76 

 一般分析能力 .79 .62   

 數學或數字型分析能力 .87 .76   

 綜合分析能力 .95R .90   

註：R參照指標，是限制估計參數 

*p＜ .05. 

二、模式潛在變項間效果及對觀察指標的效果 

（一）學習成效模式之結構模式 

1.模式潛在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1)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根據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學習成效模式假定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有直

接效果。從表 2 的資料可看出，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γ1＝-.239），

即家庭教育資源愈好，則反映在學生的學習成效卻愈差。此外，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

的直接效果也達到顯著，（γ2＝ .294），即家庭教育資源愈好，則反映在學生的學習態度也會愈

好。 

(2)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所建構的模式中，假定學習態度對班級互動及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而班級互動

對學習成效也有直接影響效果。依據表 2 的資料顯示，學習態度對班級互動（β1＝ .211）及

學習成效（β2＝ .838）的直接效果達到顯著。由直接效果係數可知，學習態度愈主動、教育

期望愈高的學生，則與同儕、師生的互動愈好。此外，愈主動的學生他們的學習成效也會愈

好。而班級互動對學習成效（β3＝-.433）的直接效果也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若與同儕、教師的

互動程度愈高，則學習成效卻可能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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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潛在依變項的殘差變異量 

依據表 2，學習成效的殘差變異量（ξ3）為 .58，亦即學習成效被家庭教育資源、班級互

動以及學習態度解釋的總變異量為 42%。從直接效果的係數值可知，其中以學習態度對學習

成效的直接影響效果最大。再者，班級互動的殘差變異量（ξ1）為 .978，這是因為班級互動

僅受學習態度的直接影響，因此班級互動被學習態度所解釋的總變異量為 2.2%。最後，學習

態度的殘差變異量（ξ2）為 .614，亦即學習態度被家庭教育資源所解釋的總變異量為 39.6%。 

2.學習成效模式潛在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1)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間接效果 

本研究假定家庭教育資源不但對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也透過學習態度及班級支持對學

習成效有間接效果。由 SEM分析可知，從家庭教育資源到學習態度及班級互動而影響學習成

效的間接效果值為-.027，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即家庭教育資源透過學習態度及班級支持對

學習成效有顯著的間接效果。其次，家庭教育資源透過學習態度而影響學習成效的間接效果

亦達顯著，其效果值為 .276。再者，家庭教育資源透過學習態度而影響班級支持的間接效果

亦達顯著，其效果值為 .062。 

(2)潛在依變項對潛在依變項的間接效果 

本研究假定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的間接效果是透過班級互動為中介變項，亦即學習態

度較積極的學生會有較正向的班級互動，因而有較為正向的學習成效。本研究發現，學習態

度對於學習成效的間接效果值為-.091，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由係數值可知，家庭教育資源

對於學習態度的影響為正向，但影響僅止於到學習態度，因若班級互動情形較多，則間接效

果值就為負，反而成為負向的影響關係。 

3.模式潛在變項間的全體效果 

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的全體效果分別為 .294 以及 .01，分別達到顯

著水準。由於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並無間接效果，所以全體效果值即等於其直接效果

值。而家庭教育資源不但對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同時也透過學習態度以及再透過班級互動

而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成效的全體效果值即等於其直接效果值加上

間接效果值，而此一全體效果達到顯著水準。此外，家庭教育資源對於班級互動的影響僅存

在間接效果，值為 .062，所以全體效果值也等於間接效果值。再者，學習態度對於班級互動

以及班級互動對於學習成效的全體效果值分別為 .211以及-.433，皆達到顯著水準。班級互動

對學習成效只有直接效果，所以它對學習成效的全體效果值等於其直接效果值。另外，學習

態度不但對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它亦透過班級互動對學習成效有間接效果。因此，學習態

度對學習成效的全體效果等於其直接效果加上間接效果值，其值為 .747，達 .05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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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效模式的測量模式 

1.潛在變項對其觀察指標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假定家庭教育資源包含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財務資本，並將家庭教育資源對

於文化資本的影響設定為參考指標。由表 2 可知，家庭教育資源對於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

及財務資本的直接效果值依序為 .70、 .44、 .63，皆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且資料顯示文化

資本對於家庭教育資源的影響最大。其次，本研究假定班級互動包含同儕互動以及師生互動，

並將班級互動對於同儕互動的影響設定為參考指標。由表 2 可知，班級互動對於同儕互動以

及師生互動的直接效果值依序為 .54、 .36，皆達到 .05的顯著水準，且資料顯示同儕互動對

於班級互動的影響最大。再者，本研究假定學習態度包含主動學習以及教育期望，並將學習

態度對於教育期望的影響設定為參考指標。由表 2 可知，學習態度對於主動學習以及教育期

望的直接效果值依序為 .41、 .72，皆達到 .05的顯著水準，且資料顯示教育期望對於學習態

度的影響最大。最後，本研究假定學習成效包含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以及數字或數

字型分析能力，並將學習成效對於綜合分析能力的影響設定為參考指標。由表 2 可知，學習

成效對於綜合分析能力、一般分析能力以及數字或數字型分析能力的直接效果值依序

為 .95、.79、.87，皆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且資料顯示綜合分析能力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最

大。 

2.觀察指標的誤差變異量 

根據圖 2，家庭教育資源的三個觀察指標的誤差變異量依序為文化資本 .51、社會資

本 .81、財務資本 .60，亦即家庭教育資源可以解釋這三個觀察指標的變異量依序為 49%、

19%、以及 40%，其中以文化資本為較佳的觀察指標。班級互動的二個觀察指標的誤差變異量

依序為同儕互動 .71、師生互動 .87，亦即班級互動可以解釋這二個觀察指標的變異量依序為

29%、13%，其中以同儕互動為較佳的觀察指標。再者，學習態度的二個觀察指標的誤差變異

量依序為教育期望 .48、主動學習 .83，亦即學習態度可以解釋這二個觀察指標的變異量依序

為 52%、17%，其中以教育期望為較佳的觀察指標。最後，學習成效的三個觀察指標的誤差變

異量依序為綜合分析能理力 .10、一般分析能力 .38、數字或數字型分析能力 .24，亦即學習

成效可以解釋這三個觀察指標的變異量依序為 90%、62%、以及 76%，其中以综合分析能力

為較佳的觀察指標。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依據文獻理論基礎，提出以家庭教育資源為潛在自變項，而以學習態度、班級互

動以及學習成效為潛在依變項的模式，目的為探討國中生的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班

級支持以及學習成效間的影響關係。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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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結構關係模式圖 

*p＜ .05. 

一、學習成效模式之結構模式 

（一）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間之關係 

學習成效模式假定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本研究的實徵

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確實有直接效果，不過家庭教育資源

對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卻為負向，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大不相同（黃毅志，1996；Hao & 

Bonstead-Bruns, 1998; Wong, 1998）。而對於學習態度的直接影響效果為正，支持先前的實證研

究。此外，家庭教育資源透過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顯著的間接效果。也就是說，學習態度

扮演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效的中介角色。而本研究與林俊瑩與黃毅志（2008）所發表的「影

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程模式的探究」所使用的資料及研究架構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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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該研究發現家庭教育資源的直接效果為正向，與本文大不相同。就其可能原因包含，第

一，兩篇研究所使用的衡量指標有諸多不同之處，尤其學習態度方面為甚；第二，該文並未

直接探討到班級互動的直接效果；最後，也是與本文最大不同處在於家庭教育資源此變項的

探討，本文將家庭教育資源視為潛在自變項，而該文如大多數文章如李敦仁與余民寧（2005）

將它以潛在依變項處理之並探討它的中介效果，而本文則是探討它對其他變項直接效果。在

此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為何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效果為負向？在控制班級互動

的效果之下，本研究再利用 SEM進行兩種模式的比較。第一種模式為家庭教育資源對學習成

效的影響（如圖 3），結果顯示，直接效果係數值為 .034（p值為 .016），達 .05的顯著水準，

也就是說，家庭教育資源愈好，則學習成效愈好；第二種模式則是在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

效間加入學習態度為中介變項（如圖 4），結果顯示，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態度的直接效果

係數值為 .326，學習態度對於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值為 .918，但家庭教育資源對於學習成效

的直接效果值卻變成 -.333，顯示學習態度可能在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之間扮演著調節效

果的角色。因此，本研究將學習態度區分為高分組及低分組，以交互作用圖的方式呈現學習

態度所扮演的調節效果，結果如圖 5。由圖 5可知，學習態度會弱化了原本家庭教育資源與學

習成效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原本家庭教育資源已經較為優渥的學生，即使自己的學

習態度相當正向積極，則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效果卻不如家庭教育資源較為缺乏的學生。所

以在討論家庭教育資源與個人學習成效的關聯性時，必須考量學生個人學習態度之不同狀

況，才能勾劃出一個較為完整及趨近真實性之解釋圖像。 

 

 

 

 

 

 

 

 

 

 

 

（二）班級互動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在班級互動對於學習成效的直接效果方面，研究結果指出，班級互動對於國中生的學習

成效達到顯著的負向直接影響，與過去相關研究的結果也不盡相同（馮莉雅，2003；Hektner, 

1995; Walsh et al., 1999）。探討其原因可以發現，在班級互動的兩個構面中，其實師生互動本

身在相關係數表中就可發現並未達到顯著，本研究之師生互動測量方式，主要包括老師能 

家庭教育資源 學習成效 

.034 

家庭教育資源 學習成效 

-.333 

學習態度 

.326 
.918 

圖3 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結構簡要圖 圖4 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與學習成

效結構簡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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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學習態度在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間的交互作用圖 

否叫出同學的名字、鼓勵學生學習行為、善用教材教法，增強學生瞭解課程內容、藉由作業，

增加學生練習機會，而大多數的學習成效測量方式，則是採用紙筆測驗的方式，也就是說，

依據本研究之發現，在紙筆測驗的形式之下，針對上述之師生互動測量模式，對於學習成效

的幫助並不大。但同儕互動對於學習成效的幫助卻為負向，由相關係數中也發現為負相關，

也就是說互動程度愈高，反而學習成效愈低。本研究推論其可能原因在於，紙筆測驗大多僅

靠學生個人努力即可完成，假若同儕互動程度愈高，則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同學相處，反而造

成負向的影響。 

（三）學習態度與班級互動、學習成效的關係 

學習成效模式假定學習態度對於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有直接效果，本研究的實徵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態度對於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確實有直接的正向效果，與過去相關研究結果

大致相同。也就是說，學習態度愈積極、對於自己教育期望愈高的國中生，則愈可能產生正

向的班級互動，也較有良好的學習成效。此外，學習態度透過班級互動對學習成效有顯著的

間接效果。也就是說，班級支持扮演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中介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學

習態度愈積極的國中學生若是與同儕互動的程度過高，則可能反而造成如上所述的負向效果。 

（四）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態度、班級互動以及學習成效間之關係 

由前述可知，家庭教育資源透過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有顯著的間接效果，而且本研究更

發現它可再進一步透過班級支持對學習成效產生顯著的間接效果影響，也就是說，班級支持

扮演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對學習成效的中介效果。表示家庭教育資源愈好，則學習態度

會更加積極，也會正向地影響到班級互動，但正向的影響關係僅限於此，如果互動程度太高，

反而會造成對學習成效的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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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成效模式之測量模式 

本研究在學習態度方面有主動學習以及教育期望兩個觀察指標；家庭教育資源方面有文

化資本、社會資本及財務資本三個觀察指標；班級互動方面有師生互動及同儕互動兩個觀察

指標，但指標負荷量方面，社會資本、主動學習及師生互動皆未達 .5。此外，文獻探討時雖

指出班級互動可包含師生互動及同儕互動兩部分，但在本研究利用資料庫證實後發現，同儕

互動與師生互動的相關係數雖達顯著卻相當低，表示將此兩構面納入衡量班級互動是較不佳

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學習態度的衡量上。由此可知，本模式在學習態度、班級互動這二

個潛在變項在測量範圍上較為狹窄，所以本研究對於學習態度與班級互動與其他變項間的關

係推論應謹慎與保守，建議未來研究在建構學習態度測量上，納入對教師教學認同、學習感

受、課程內容接受（毛國楠，1997；柴素靜，2007；蔡明春、鄭青展、林淑萍，2008），以探

討學習態度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或在學習態度及班級互動方面僅保留單一構面，續檢驗

本研究所提出的模型架構。 

三、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具體建議 

家庭社經地位透過家庭教育資源的中介效果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已經獲得大多數研

究的證實，本研究捨棄此部分的討論，而是直接以家庭教育資源為潛在自變項，並在後端納

入學習態度以及班級互動為中介變項，討論其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效果。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家庭教育資源可透過學習態度的中介而影響學習成效，因此，若學生的家庭教育資源不盡理

想，家長仍可從小就鼓勵學生積極的主動學習，甚至從臺灣實際環境中觀察發現，許多家庭

教育資源不善的家庭，小孩子反而是較為主動積極，並且為了幫助家裡擺脫困境，甚至有較

高的教育期望。因此，學生自己的學習態度應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如何鼓勵學生有較積極、

正向的學習態度以及較高的教育期望，應是教師、家長應努力的課題。此外，本研究發現班

級互動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為負向，而且在家庭教育資源、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之間所

扮演的中介效果也為負向，顯示在目前以紙筆測驗為主的學習成效中，班級互動是不利的，

其中尤以同儕互動更為明顯。不過，這與國中生發展歷程中同儕互動的重要性並不呼應，也

就是說，在國中生階段，同儕是扮演著相互扶持的重要角色，若希冀同儕互動能發揮作用，

應是努力思考將來在衡量學生學習成效時，應擺脫以紙筆測驗為主的思維，也可納入同儕互

評的作法作為衡量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 

四、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首先，由於本資料來源僅以 TEPS中的國一學生為研究樣本，因此亟待國內其他研究者針

對臺灣人口特性，例如：性別、族群或是教育發展階段等，進行多樣本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以求本研究所提出模式的穩定性，甚至能更進一步深入瞭解臺灣人口特性對於學習成效所造



 

 

 

 

 

 

 

蕭佳純、董旭英、饒夢霞 155 家庭教育資源與學習成效

成的影響。另外，受限於 TEPS資料庫問項的調查可能不盡精確，雖然模式中的直接、間接、

全體效果都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觀察資料支持研究者所提出的影響路徑，但模式中多個測量

指標的個別信度未達 .5水準的現象仍是不容忽視。未來的研究一方面除了加強改進測量之效

度，以及提高觀察變項的信度，藉以加強測量模式影響結構模式之正確檢驗性；當然也可考

慮去掉那些不具影響力的變項，進而改變因果關係路徑圖，並再一步重新驗證，如此可以更

精確地探討出影響學習成效模式的內涵。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習態度在家庭教育資源

與學習成效間扮演著負向調節效果的角色，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應可針對此一部分再深入

討論，以求國內國中生學習成效模式的完整性。最後，依據本研究之實證檢驗結果，雖然發

現「學習態度」對「班級互動」的影響達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其解釋力相當低，原因可能是

因果倒置，或者存在著相互影響，甚至是還有其他因素對「班級互動」扮演更重的影響角色。

所以未來相關研究在探討「學習態度」與「班級互動」的關聯性，應從不同的角度加以嘗試

分析，找出兩者較為完整的相關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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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resources, learning 

attitudes, class interac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Sample, including 3,214 freshme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drawn from Surveys of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in 2001.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empirical research, the study tried to build up a causal model of 

family resources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as an endogenous variable. 

Moreover, in the model, the impact of class interaction and learning attitudes also played a role of 

mediated variabl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students who had more family resource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learning attitudes, but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s. Additionally, 

there were inver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lass interac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Learning 

attitudes also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situation of class interac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Finally, class interaction had mediated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resource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s. This study also propose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words: family resources, TEPS, academic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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